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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護理人員是跨健康照顧專業團隊的靈魂人物，基
於護理知識發展的藝術與科學，提供每位個案與

家庭實證健康照護。護理人員不僅是人數最多且

提供24小時床邊照護的守護者，更應透過反思實
踐，發展獨特的護理知識，五項策略以發展實證

為基礎的護理科學知識於轉型照護，包括：(1)實
徵地反思執業服務範疇、(2)嚴格建構護理知識之
方法學、(3)解放護理科學知識的創新轉型、(4)
以病人為中心的跨專業領域之間的合作、及 (5)倡
議護理教育轉型改革。護理人員在各層級醫療體

系服務，是重要的健康照護提供者。護理人員提

供最前線的實證轉型照顧，理應與其他醫事人員

價值相等且相互尊重，都是以病人為中心，進行

解放行動研究實施實證健康照護。   

關鍵詞： 實證護理、護理科學、轉型照護。

前　　言

以病人為中心的跨專業團隊合作，提供最佳的實

證照護，是每位於臨床照顧病人的專家都應以此為基

礎，發揮自己專業領域裡的專長，提供其專業角色

與範疇中的服務。高品質的照護是醫師、護理師、藥

師、營養師、心理師、復健師等臨床專家們，執業

時共同的目標。在健康照護團隊中，唯有護理師是24
小時臨床第一線守護健康的靈魂人物，也是民眾健康

之維護者。依據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2002）之定義，護理師的角色與業務
為提供自主性和整合性的照護，給各年齡層者之健康

與生病的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護理業務包

括：執行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和照顧生病、功能障礙

和安寧需求的族群。

醫療團體中，各類醫事人員以護理人員的人數最

多。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6）統計資料顯示，
全國280,508名機構執業醫事人員中，護理師占52.9%
（護理師128,923名、護士19,300名、助產師50名、
助產士100名），因此護理師是醫療照護的主力。所有
照護病人的臨床專家，都是把他們專業領域中的科學

知識，應用在臨床實務中。過去部分人士將醫師之外

的醫事人員稱為次專業或準專業（para-profession）、
或相關科學（allied science），以區分醫學與其他醫事
相關領域之差別，然而現今幾乎所有上述醫學相關領

域專業，均已發展為高等教育，有學士、碩士、博

士等高等學位，也積極研發各種最佳照護的知識與技

能。因此，每類醫事人員應也是臨床專家。就護理而

言，依據「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護理人員之業

務包括：(1)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2)預防保健之護
理措施；(3)護理指導及諮詢；及 (4)醫療輔助行為。
然而，護理人員不僅在技術上可以熟練精進，在護

理的專業範疇中，更涵蓋為病人解決健康問題所發展

的臨床決策、專業知識和專業責任（Harmer, 2010）。
護理人員不應僅執行輔助行為而成為其他醫事人員

的助手，而是能透過護理專業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建構出符合社會民眾需求的獨特護理知識
體系，以作為最前線轉型照護時的學理依據，並能

提供以實證為基礎的轉型照護，讓病人接受最佳實證

所導向的護理措施，才能促進身心靈整體健康。期望

本文可以透過實證護理之推動，創造轉型照護，以

提供最前線的優質照護。

 引用格式  蔣立琦、廖美南（2017）．以實證為基礎的護理轉型照護．護理雜誌，64（1），25–31。[Chiang, L. C., & Liao, M. 
N. (2017). Transformative care rooted in evidence-based nursing. The Journal of Nursing, 64(1), 25–31.] doi:10.6224/JN.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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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證為基礎的護理專業知識建構

在瞭解實證知識之前，先來回顧護理知識的發

展。護理被廣泛地認為是一門藝術和科學，Carper 
（1978）早已提出護理知識的四項來源主要為：實徵性
（empirical）、個別性（personal）、倫理性（ethical）以
及美學性（aesthetic），充分說明了照護病人的護理知
識包含藝術與科學，也區隔了護理專業的知識建構

與其他健康相關領域之差異。托爾斯泰（Leo Tolstoy）
曾說：「藝術不是手藝，它是理論家體驗到的感情傳

遞（Art is not a handcraft, it is the transmission of feeling 
theorist has experienced.）」（Tolstoy, 1897/1978）。護理
科學知識的演變與發展，逐漸從直覺式、嘗試錯誤

的經驗過程，轉變為運用各種醫藥衛生相關理論，

以及發展自己的理論知識 （Luzinski, 2012）。近三十年
來，護理界積極透過形成各種解釋與預測的護理理論

與概念架構，詮釋護理人員和病人之間的專業照護關

係。眾多護理理論家們，企圖在異中求同、以及同

中求異地不斷研發與創新，力求將護理關懷的核心概

念，透過藝術和科學照護行為，保持護理專業的道

德價值（Karnick, 2016）。
理論學家們基於以邏輯經驗主義的原則，建構護

理哲學，但卻忽略了許多邏輯經驗主義的核心。相反

的，人們愈來愈關注科學的實踐，導致對科學多元

化的理解，強調建構適合某些目的或某些環境的科學

模型（Bluhm, 2014）。其次，Carper（1978）所言「實
徵性知識」強調的是，運用來自科學的事實為護理知

識，以蓬勃發展基於解決臨床問題為主的護理研究。

護理科學家運用理論概念與科學研究，努力統籌藝術

和科學發展，才可以逐漸建構應用於臨床實務之護理

知識（Fawcett, 2010）。
自從Chinn和Kramer （2011）提出「解放」（eman-

cipation）的護理知識，形成了建構護理知識的第五種
來源。提醒護理人員在社會批判主義衝擊下，應反

思檢討，護理人員必須具有政治思維，為弱勢、為

社會正義代言的責任感。護理知識的五種模式（實徵

性、個別性、倫理性、美學性、以及解放）不是相

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實證護理已逐漸引領全

球風潮，將研究成果綜整，以利臨床執業時運用，

使得知識與實務更具體的連結（Karnick, 2016; Rolfe, 
2006）。在以病人為中心的跨專業實證照護之架構
下，臨床醫事人員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範疇中積極研

發，並將最新最佳實證運用於臨床之中（蔣、林、

王，2013），這種運用科學的態度與過程，正是科學
家的精神。順應醫療專業發展需求，許多醫學院創設

了醫師博士學程（MD-PhD program），積極栽培醫師
科學家（physician scientist）；國內外護理教育亦成立
各種護理博士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如同醫師科

學家般，護理科學家（nursing scientist）將蓬勃發展。
護理科學家包含：教育、實務與政策工作者，也應戮

力於更高實證等級的護理研究的設計，綜整更多護理

的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縮短知識與實務之間

的差距。更重要是將最新、最佳實證的研究結果或知

識，應用於臨床實務，提升護理措施的成效與可信

賴度（Boucher, Roper, Underhill, & Berry, 2013）。護理
界這些年積極發展護理研究，目的在於建構符合臨床

實務需求之護理獨特的科學性知識體系。 

以實證為基礎之護理科學未來發展趨勢

一、實徵地反思執業服務範疇

護理專業的執業範疇，深深受到生物醫學的影

響。然而在生理健康之外，人是一個生理、心理、社

會和靈性之獨特且複雜的綜合體，在其生病的經驗之

中，即使是相同的疾病，每個人基於不同的基因型

態與環境互動反應，以及家庭生活形態、社會文化

等因素，在其生病的主觀感受歷程中之身心反應不盡

相同。臨床上常見的是大家各自以自己的透鏡（lens）
去解釋看到、聽到的資訊，醫療團隊常有不同的診

斷與治療或是照護方式，大家除了經驗與直覺式思

考外，應透過反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逐漸
建立各種解決臨床問題的知識建構（Howatson-Jones, 
2013）；秉持作為有思考的行動者（thinking-in- 
action）、轉銜推理（reasoning-in-transition）、以及臨
床查問（clinical inquiry），以實際解決問題（Benner, 
Hooper-Kyriakidis, & Stannard, 2011）。唯有深刻反思
每日執業範疇中，面對現實世界中的病人與家屬的實

徵性情境中，思索自己的學科中有哪些知識可以應

用?有哪些是仍存在知識缺口亟需研發？護理科學家
需要培養自己覺知的敏感度，為自己的護理領域科

學，建構獨特的護理知識。

二、嚴格建構護理知識之方法學

美國國家護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rs-
ing, NINR）向來致力於資助護理研究培訓，來改善人
民健康和保健，更著重於指導國家護理科學研究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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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提高國民的生活品質。NINR強調為臨床護理
實務建構科學基礎，並聚焦於「未來護理科學」（the 
future of nursing science），及提高國家在30年後的健
康優先事項和未來方向。NINR以支持資助研究的形
式，透過培訓活動，來培育能引領21世紀的護理科
學家。在過去30年，NINR所支持的研究，對健康
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可以繼續挑

戰及應對當前和未來幾十年中，最重要的健康問題

（引自Grady & Gough, 2015）。因此，在臨床相關領
域，護理科學所引導的證據基礎，可以支持臨床實

務實踐，促進健康及改善個體在整個生命週期的生

活。 
我國的科技部統管台灣科技研發計畫之補助，

陳、周與林（2005）曾分析以內外科為主軸的研究補
助計畫之實證基礎，發現以相關因素的探討性研究居

多，實驗性設計的研究則較少，實證等級偏低，僅

有等級三或四，實驗性研究中亦欠缺隨機分組、隱

匿分派、以及盲性處理等影響因果關係的結果偏差。

多篇統整我國過去護理研究之文獻均發現，實證等

級都偏低，然而亦逐漸出現嚴謹、多樣化的研究方

法，如長期追蹤的重複測量，以及介入性研究亦越

來越多。

近幾年，科技部護理計畫案中，逐漸增加多年

期計畫之補助，並開始有較多隨機控制試驗，以及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量性統合分析，或是質性綜合分

析。重要的是，許多族群都是非常弱勢的病人族群，

且在一份兩岸三地的護理研究調查中顯示，台灣地區

發表在國際期刊的護理研究者，以1999到2008年的
量最多，影響力（impact factor）也顯著較高。未來期
盼護理科學家能從研究中反思與實踐，整合最佳研究

證據、臨床專業判斷、病人或家屬的期望及觀點，

以提供病人最好的護理照顧品質（曾、盧，2014）。

三、解放護理科學知識的創新轉型

護理科學知識的創新轉型，乃是目前許多臨床

提問，但並未反映真實護理的執業範疇，而護理人

員的執業行為，往往找不到實證的文獻可以支持。因

此，護理科學家宜不斷地從執業範疇中反思，勇敢

批判現況中尚未回答的臨床問題，透過民主自決的

行動研究，建構轉型創新的護理科學知識（Ravinetto 
et al., 2015）。Alvesson和Sköldberg（2000）拒絕認同
客觀知識的假設下之單一現實的實證主義。批判理論

的哲學立場，在於科學的解釋學以及人本主義的根

源。從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立場，強調參
與者的自我反省，是關鍵的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因

為它的重點是參與者自己的意義和解釋，並創造了

機會賦權和改變。哈貝馬斯的哲學觀便為解放的行動

研究，提供了內在的一致性理論發展（Kim & Holter, 
1995）。

哈貝馬斯對民主進程的看法，是透過意識形態的

批判，產生一種尋求鼓勵解放的特定類型之知識利益

（Habermas, 1971）。因此，民主自決的行動研究，有
助於研究之創新，且更貼切臨床實際運用（Habermas, 
1984）。行動研究是一個以合作為特徵的民主研究過
程，護理科學家必需要有實施一個解放性行動研究方

法之意圖，研究者和參與者需要對權力關係敏感，

並在進行時，行使自我反思的學習過程。徹底的以同

理心與病人及家屬的情境相互理解，積極交際互動與

對話，以批判性反思找出問題，並以民主自決的解

放性行動，賦權並創造創新改變的機會（Bolis, Bru-
noro, & Sznelwar, 2012）。

四、以病人為中心的跨專業領域之間的合作 
隨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的誕生，Warner

（2003）認為，護理人員需要在醫療保健中進行解放
研究。然而，基於新自由主義思想，護理科學家可

以更好地實踐自己執業範疇中的貢獻，以滿足不同

需求的病人和他們的照顧者，甚至可以發展影響公

共管理之新政策（Bjornsdottir, 2009）。醫療專業不僅
是在自己學科的範疇中，在社會中的角色或地位也

是動態的，進而通過改變社會期望和信念，對健康

和疾病的新方式有敏感度，從事系列性創新行動研

究，以及引入教育和法規之正式認可，來賦權特定

群體，並確定醫療保健的規定可以符合這些需求。新

自由主義的管理哲學（neo-liberal management philos-
ophies），更側重於消費者的偏好，而不是專業主導的
服務，它也受到跨職業和專業，以及與國家相關之

公共衛生的影響，對醫事人員勞動人力之邊界造成

新的壓力，包括對一些醫療保健服務中未滿足的需

求（Aasgaard, Borg, & Karlsson, 2012）。然而到目前為
止，對整個醫療體系勞動力的演變，幾乎沒有進行

分析，僅針對以個體學科的角度討論。然每個學科

的動態邊界，意味著醫事人員勞動力的組成部分之

間，存在不可忽視的相互關係。未來越多元化、專業

化、縱向和橫向替代改變、或是整合的四個發展，

將是一個趨勢（Nancarrow & Borthwic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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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倡議護理教育轉型改革

美國醫學會（Institute of Medicine）強調，如果護
理人員儘可能有效地幫助並提供高質量的以病人和以

家庭為中心的護理，則他們需要更好的教育準備，

因為護理變得更加複雜，以及牽涉到社區轉銜的服

務。因此，在高等教育制度中，持續教授下一代的

學生；透過護理師執照定期更新之繼續教育的要求，

以幫助護理人員維持臨床技能和發展領導能力。研

究支持護理人員之教育水平和病人住院照護結果（包

括死亡率），在急性護理環境中有顯著的關聯（Aiken, 
2014; Aiken et al., 2011）；歐洲的資料亦顯示，護理
教育水準越高的醫院，其病人的死亡率顯著地較低

（Aiken et al., 2012）。積極栽培高教育學歷的護理人
員，將可以促使護理人員與所有其他健康相關人員一

樣，在第一線照護病人時，能運用最新與最佳適配

於病人與其家庭的實證護理。

Benner、Sutplen、Leonard與Day（2010）指出，
臨床實務的科學技術與知識進步快速，深刻改變護理

實務的性質和背景脈絡，然而研究顯示，學校護理

教育無法追趕上快速的臨床照護變化，為了應對這些

挑戰，建議護理教育需要有革命性的改革。也因如

此，美國高等教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
leges of Nursing, 2008）提出，學士、碩士及博士等層
級，皆該融入實證護理之概念。雖然過去國內許多文

獻也提出，建議必須推動實證護理之教育，然而真

正能落實並將最新實證研究成果納入教學內容，或是

臨床學生之實習，仍屬少見。我國近年因臨床的積極

推動，促使各校開始規劃正式學分或是融入實證護理

之課程（高、楊、蔣，2014）。然而，看似簡單，實
際上執行卻是非常困難，教師本身必須具有獨立思考

且勇於挑戰權威、突破傳統的臨床科學家精神。教師

－學生應形成學習共同體，老師應有雅量與開放的胸

襟接納學生不同的意見，甚至是創新的想法，推動

實證護理是需要批判性思維的臨床推理過程，方能期

盼學生成為具科學家實證精神的護理人員（羅、周、

蔣，2016）。

結　　論

本文藉由討論在社會批判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

下，以行動研究法所創新轉型的護理知識，使得護

理人員能有意義的實施實證健康照護。透過行動研

究，實施實證健康照護，及透過參與式的知識轉譯

過程，和改變社會實踐的精神，如此護理科學家才

能站在最前線，提供實證為基礎的轉型照護。長久以

來，肩負最細微且個別化精準照護的護理人員，卻

不如其他醫事人員受到尊重。然而，這些應用護理科

學知識的護理實務專家所貢獻的一切，理應是價值同

等（equal value）與相互尊重（mutual respect）的，不
應以其服務的範疇或是內涵而有所差異。愛默生（Em-
erson, 1993）曾說：「偉大的人物總是願意當小人物」
（A great man is always willing to be little.）。護理人員
的存在價值，不應該是被低估與漠視為小人物，我

們是提供護理實證照護與兼具藝術及科學的實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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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linical scientist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healthcare team, nurses use the art and science of current 
nursing knowledge to provide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to each patient and his/her family. Nurses 
not only comprise the largest contingent of medical personnel and provide 24-hour patient care but 
are also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that develop unique nursing knowledge through reflective practice. 
Five strategies for expanding the body of current evidence-based nurs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include: 
(1) reflecting empirically on the practice-service domain, (2) developing nursing knowledge using 
rigorous methodology, (3) emancipating nursing knowledge using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4) using 
collabo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healthcare that is based in patient-centered care, and (5) initiating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in nursing education. Nurses are critical healthcare providers that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oday’s healthcare system. Nursing scientists provide frontline, evidence-
based transforming care that deserves to be respected and valued on an equal basis with the care and 
services that are provided by other medic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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